
【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刘茂才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董玉娟  霍慧灵  秦聪怡
一、采访时间

2010年5月24日。
二、采访地点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
三、人物简介

刘茂才，男，1937年生，广东兴宁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省中医院脑病中心学术带头人。1963年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医疗系，后又先后在中山医学院附一院内科、神经内科进修学习，并曾从师广东省名老中医林夏泉。长期从事临床医、教、研工作。曾任广东省中医院业务副院长，老年脑病研究所所长、广东省中医急症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并曾兼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学位委员及第二临床医学院分委会主席、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脑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内科脑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广州市越秀区第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多名。发表《中西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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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综合救治高血压性中、大量脑出血201例临床研究》等论文50余篇。主编出版《现代疑难病中医治疗精萃》、《专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丛书》、《神经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中医脑病临证证治》、《中西医结合内科学》（高等医学院校教材）、中医临床实用系列《中风与帕金森病》（英文）、及副主编《中医脑病学》等书。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神经内科疾病，如中风、眩晕、头痛、痴呆、癫痫、颤证、失眠、郁证等。荣誉成就 ：主持国家“九五”攻关中风课题，获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优秀科技成果，获2004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一等奖，荣获“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王定一杯》中医药国际贡献奖（2008）。曾被广州中医药大学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被省中医药局授予广东省优秀中医药科技工作者；被评为广东省卫生系统白求恩式先进工作者；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广东省名中医”称号；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四、采访记录：

问：刘教授，请说说您在广州中医药学院学习、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工作阶段最难忘的一到两件事，好吗？
答：讲到学习工作这段时间最难忘的事情，我就给你们说一下符××医疗事件。说来话长，这个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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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一股新医疗法热潮，大搞一根针一把草来防治疾病。同时，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一切都要破旧立新。在医院医疗工作中，要打破医护界限，要实行医（医疗）护（护理）工（工人）一条龙。所谓医护工一条龙，就是医生要做护士的工作，也要做清洁工的工作。比如医生既要查房开处方，还要配药、打针打补液、为病人翻身、洗头、倒大小便、拖地等。我们医生一早起来首先要为病人倒大小便、倒痰盂、帮助重病人收蚊帐等。然后就要到伙房去（因为当时医院环境限制，病房与开水房之间有一段长距离）为病人担开水、灌开水，给他们倒热水洗脸。而护士也要做医疗及工人的工作，如收病人、写病历、跟着医生一起查病房等。就是在这种大搞新医疗法、实行医护工一条龙情况下，当时的骨外科病房，收治了一位所谓“腰腿痛”的病人符××（是当时××报社医务室一位职工的丈夫），这个病历由×××护士书写，这个病历含一般项目（姓名、性别、年龄）在内，不足30个字。入院后发现病人有发热，遂请内科会诊，当时由庄××医生前往会诊，观X光片报告：某大医院照胸椎X光片谓胸椎未见异常，在我院照腰椎照片谓腰椎骨质增生。遂拟：腰椎骨质增生合并泌感，同意转入内一区诊疗。当时我是内一区病房住院医生，共同参管这位病人。一天，我们医疗组查房时，岑××医师用棉签在病者肚皮上划了几下，发觉下腹壁反射消失，怀疑另有病因。即以十二胸椎为中心，补照X光片。果然于十二胸椎发现骨质破坏，诊断为胸椎结核（此前×大医院X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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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照到十一胸椎以上，我院腰椎片也只照到腰椎以下，仅此一椎之差，延误了诊断。）就是如此，轰动整个医院。当时的军管会，硬说是我们的医疗事故。一天晚上，在礼堂召开全院职工大会，进行批判，要我们承担医疗事故责任。而我们病区人员不服气，据理力辨。第二天，军管主任，传我去办公室训话。他说“你是共产党员（当时我们病区只有我和护士长是共产党员），就一个医疗事故都不敢承认，境界为什么这么低，为什么不敢承认？承不承认，是你的觉悟、境界问题……”我是个男子汉，平时也不是一个好哭的人，可是在当时，我很伤心，我哭得好厉害。这个病人是我们诊断出来的，怎么可以硬要说成是我们的医疗事故？到如今，我还难于忘记这件事。（说到此，这位70老人终于忍不住落下了眼泪）当时，因为自己工作时间不长，而且又在文革中消磨，缺乏临床经验，神经系统诊疗技术更是非常薄弱。临床面对大量的中风瘫痪等神经系统疾病束手无策，使我意识到要为病人解除疾苦，仅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还不够，还必须要有过硬的本领。这也是我后来选择神经专科进修、从事中医脑病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问：在成立广东省中医院的脑病专科时，教授遇到了什么困难，如何解决呢？

答：“脑病专科”（初期称“神经科”，现称“脑病中心”。）于1979年成立，当年四月间我从中山医神经专科进修回院，当时内科主任肖玉英要我任内二区区长，随之便开始筹建开设神经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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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首先碰到的是人员不足，力量薄弱。可谓是一位“光棍司令”。所谓的光棍司令，就是当时我们内科医生中经过神经专科进修的人就我一个，而且我自己虽然是经过专科进修，也只能说是“半桶水”而已。所以感到压力很大，担子很重。但病人的疾苦在呼唤我们，共产党员要勇挑重担，于是走向创业的路。首先开设专科门诊，担心一个人应付不过来，怕遇到问题没人商量。于是就向领导反映借用理疗科陈少惠医师每周一个下午出专科门诊共同应诊，结果得到了院领导的大力支持。

其次就是设备简陋。当时我们医院的设备很简陋，只有三大常规、一般的常规生化、普通的X光照片等检查。主要靠询问病史和物理检查敲敲打打对疾病作出诊断的，不明确的就组织讨论或会诊。病房收治神经系统疾病主要以中风病作为主攻方向。其它神经系统疾病什么都收，边做边学，没人就借人，本着为病人负责的精神，不懂就放下架子，虚心请教。经常请的就是理疗科陈少惠医师、保健科张思艺医师，他们都是西医学院毕业，神经系统疾病比较熟悉。院外请的多是专科医生，如中山医黄如训教授，市一魏正怀主任等。1981年在收治一个昏迷的身份不明的“无名氏”病人，是脑干损伤。尽管找不到他的家属，没有支付相应的治疗费用，但是我们在医院领导支持下，各科大力协作下，并得到市一医院魏正怀主任等多位专家的指导，经过一个月把他抢救苏醒过来，后来康复出院。这个案例得到了羊城晚报的系列报道和赞扬。脑病专科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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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如今我们脑病中心已有108名医生，其中副高职称以上含博士、博士后就有几十人，并有现代化的一流设备，在全国中医界享有盛名。真是来之不容易啊。

问：由于客观原因与某种想法，教授您选择了在广州中医学院就读医疗系，是什么让您培养起对中医文化的兴趣，并且坚持到如今有如此大的造诣？

答：这个呢，我就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中医用手不用耳”的故事。我是农村出来的，农村的生活条件都很艰苦，而我的家乡在靠山区的地方，自然资源贫乏，医疗条件也很差。我小的时候（还在旧社会），贫穷不得温饱，医疗条件差，眼见村里人许多疾病得不到及时医治，不明不白的死了。我们自己家里的小弟弟，本来好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死去了，莫名其妙的。也因为当年农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都比较差，人也就经常会生病生疮啊什么的。那时我也患了中耳炎，患了中耳炎以后，听力就不好了。在我读中学时，因为我是农村的孩子，各方面表现都好，学校就推荐我去参军。在当时来说，参军是很光荣的，必须要家庭成分等各方面都要好的，出身及表现不好是没有资格的。当体检时，医生拿着手表让我听秒针走动的声音，但我总听不清楚，没法过关。也就因为我的听力不好，几次体检都没过，于是与参军无缘了。还有，在我高一放暑假回家时，家里缺乏劳动力，我就很努力的劳动，加之生活又不好，营养跟不上，使得我在高二体检时发现患上肺结核。所有这些都促使我想到学医，一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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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走出农村，治病救人，二来还可以保保自己的身体。当时就出于这种简单的心理。我选择了学医。那时候很幼稚无知，片面的以为西医要用听诊器，听力要好；而中医是通过把脉用手不用耳。我听力不好，想学医那就只有学中医了。就这么简单，因为幼稚无知把我引领步入了中医学府的大门。这就是我选择学中医的故事。后来也就第一志愿报考了广州中医学院，进了中医学府的门。那么既然入了中医行，那就做一行爱一行，要为病人解除疾苦，就得努力学好本领。就这么坚持下来，对中医药学产生了一种浓厚的感情，并以此与中医药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问：从昔日的本科生到如今的广东省名中医，想听听教授对广州中医药大学校训“厚德、博学、精诚、济世”的看法。

答：对于“厚德、博学、精诚、济世”这校训，我们读书的时候还没有这么明确的提出来，那时广州中医学院于1956年刚刚成立，我是它第二届，也就是57级的学生。印象中那时候提出的培养目标具体记不清了，但核心是“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中医师”也就是培养既有高尚的品德又有过硬技术的高级中医师。但是，我们入学的第一年，医古文就有“大医精神”这一课，我体会“厚德、博学、精诚、济世”这八个字，它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又体现了传统的中医品味。是“大医精诚”的全面表述。“厚德”要求品德高尚。“博学”要求知识渊博，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精诚”要求医术要精益求精，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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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兹”，医道不能马虎，要认真细心地对待，要以“丝毫勿失”来要求自己；给病人看病时，要“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不得炫己毁人，谋取财物”，要把病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一心赴救，全心全意，救死扶伤。“济世”是指您服务的对象，确立“普救含灵之苦”的志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校训，就是表明我们的学校培养的人才既要品德高尚，又要枝术精良，热爱祖国，热爱中医，继承发扬中医药学，造福人类社群。诚然，在校只是几年时间，只能为您今后走上社会打下一定基础而已。走上社会实践中，尚有许多变数。而我在社会实践中，“大医精诚”之精神却一直在左右着我，鞭策着我仁爱敬业进取。我更希望我们的学校，在校训宗旨下造就出更多华佗式、仲景式的大医，工程院院士，更希望能有诺贝尔奖获得者。

问：现代学子在学好师傅传授的专业知识外，还应该如何传承中医药文化？请给以现代中医药学子宝贵的意见。

答：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是个伟大的宝库。可以说，师傅传授的专业知识仅仅是苍海一粟。除了要学好之外，首先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还要吸收现代科技知识，扩太知识面，提高思维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尽可能地吸收中医药学的精华所在，加以继承发扬。在继承的基础上，要勇于创新，创新才有发展。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要与时俱进，要为中医药现代化、为中医药走向世界、为人类健康事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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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贡献。你们年轻啊，传承中医药文化，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啊，哈哈。

问：面对着一生中众多的荣誉与头衔，教授您是如何永葆平常的心态？

答：其实我也没什么荣誉与头衔。“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有余之人。虽然未到“回首往事而感到碌碌无为而悔恨”的地步，但也毫无值得骄傲的地方。我的心态是，你什么时候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即使在一生中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有益于中医事业的事，那都是本份而已。同时，成绩只能表明过去，而不能表明未来，未来的事还得从头开始。我跟你们讲，我这过去的穷孩子，如果没有党和人民的培养，那能上大学，那有我的今天？！惭愧的是，能力所限，我做得太少了，在科技研究工作中未能取得更高层次的科研成果，距离党和人民对我的要求相差太远了。所以，虽然现在已是七十有余的人了，但仍须要力所能及地努力做好工作，能做一点就一点啊，发挥点余热吧。与世无争，人生就这么潇洒走一回吧。所谓“知足常乐”吧！

问：教授您对于我们现在的党员以及党团建设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答：我入党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候入党要考虑很多因素，对各方面的要求都比较高。入党以后，得到党的培养教育，总是以党员身份要求自己，鞭策自己，努力做好工作。现在是和平环境，时代不同了，对党员和党团组织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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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课题，但对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是不变的。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容纳到日常的文化生活中去，时时事事处处体现出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关心周围的群众，争取和团结他们，鼓励他们争取加入党组织，接受党的教育，鞭策自己，争取更大进步，共同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奋斗。即使在社会上或党内存在某些不良现象，那是少数，不是主流，也深信我们的党能够给予纠正。深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繁荣富强。
问：教授您毕业于我们学校，从教于我们学校，在我们学校的附属医院工作了大半辈子，请问教授您想对我们学校说点什么吗？

答：我们的学校己经走过了五十四个年头，我作为学校的一员也有五十三年了，亲眼见证了我们的学校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我们的学校，从海珠中路麻行街破庙到今天的大学城校区、从省中医几十名职工到今天的几千名职工、从当时的几十张病床到今天的几千张病床，而且一切都已现代化，全国乃至世界闻名，展现出我们的中医事业兴旺发达，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但愿我们的学校，在教育事业中培养造就更多的高级人才，为中医药现代化、为中医药走上世界、为人类造福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医疗事业中，为解除人类的疾苦而创造更多的奇迹，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祝愿我们的学校，越办越好！也祝愿我们的现代中医药学子，把握大好时光，学有所成，青出于蓝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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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为我们的学校增添光彩！

    （注：本采访组获得2010年“口述校史”活动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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